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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贸易隐含碳作为温室气体减排关键议题，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贸易隐

含碳与碳泄漏和碳漏洞相关，碳泄漏是导致贸易隐含碳的原因之一，现行碳排放核算体系中忽视贸

易隐含碳导致了碳漏洞问题。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法等可用于测算贸易隐含碳排

放规模及碳足迹，结构分解法和指数分解法等可用于锚定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关于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的实证研究趋于丰富。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

责任一直是国际气候政策谈判中高度敏感的问题。一些学者质疑诸如碳关税等碳边境调整机制减

少碳泄漏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另有学者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中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解

决贸易隐含碳问题的新方案。本文梳理贸易隐含碳的起源演变、测算方法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进展，以期为深入分析并解决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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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世界各国降碳和脱碳诉求日益迫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ＦＣＣＣ）下的《巴黎协定》（２０１６）的核心目标是限制并减少各国二

氧化碳等温室气体（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ＧＨＧ）排放，将２１世纪升温幅度控制在２℃以内，并努力限制在

１．５℃。《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和《格拉斯哥气候公约》（Ｇｌａｓｇｏ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ａｃｔ，２０２１）要求到２１世纪

中叶，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到净零（Ｔｒｏ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据此各国相继出台减排政策和措施。过

去几十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引发商品和服务生产专业化、模块化、

碎片化，同时带动价值链、生产链和供应链全球化。国际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发生区位分离，碳

排放等环境影响也呈现地理分离化。气候治理与贸易变化态势凸显了碳排放责任分担等相关问题：

贸易和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碳排放？发达国家的碳减排政策是真正减少碳排放，还是伴随生产转

移将碳排放转移到监管宽松国家？出口行业碳排放的责任方究竟是本国生产商还是国外消费者？

如何从全球碳排放最优化角度合理设计国别碳减排政策和国际气候协议？为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科

学测度并细致刻画碳排放规模和流动轨迹。

然而，目前大多数温室气体和碳排放核算体系及气候政策仅以生产为核算基础，忽略以消费

为核算基础的跨境交易，忽视商品和服务贸易中转移的隐含碳排放，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签约国根据领土排放原则即生产者责任制报告碳排放。伴随碳达峰、碳中和甚至领土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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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净零排放逐步实现（Ｊａｋｏｂ，２０２１ｂ），进口隐含碳排放问题也引起学者关注。多个有关气候变

化的国际研究报告验证了忽视核算贸易隐含碳已导致严重的碳漏洞问题。美国气候工程基金会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发布的咨询报告《欧洲碳漏洞》（Ｂｅｃｑｕ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表明，虽然欧盟

因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而广受赞誉，有望于２０２０年实现温室气体在１９９０年水平上减少２０％的目

标，但是如果考虑到贸易隐含碳，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欧盟２７个成员国碳排放总量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增加了１１％。各国的气候政策差异和领土排放原则不同导致欧盟和其他国家在核算碳排放

规模和落实气候承诺时忽略了进口贸易隐含碳，致使排放测算中出现碳漏洞（ｃａｒｂｏｎ　ｌｏｏｐｈｏｌｅ）。

全球多达２２％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自几乎没有碳排放监管的地区，最终到达欧盟等碳市场监管日

益严格的地区和国家，碳漏洞规模巨大。除非堵住碳漏洞，否则全球碳排放气候目标将难以实

现。全球效率信息研究院（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研究员 Ｈａｓａｎｂｅｉｇｉ　＆ Ｄａｒｗｉｌｉ（２０２２）估

算，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制定气候政策时所忽视的碳漏洞规模每年达８０亿吨，等于美国本土每年

碳排放量的１．５倍，且逐年扩大。自１９９５年以来，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的比例一直保持在２０％～２５％之间。尽管２００８年以来贸易隐含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比例趋

于稳定，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一直增加，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也随之增加。２０１９年，全球碳

排放总量的２２％隐含在进口商品中，并计入出口生产国的碳排放，进口消费国即最终用户得以

逃避排放归属责任。

为实现全球经济真正脱碳，贸易隐含碳是必须研究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阐释贸易

隐含碳、碳泄漏、碳漏洞三个概念和相关理论假说，总结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梳理贸易隐含碳排放

规模、碳足迹及影响因素测度研究，归纳区域和国别贸易隐含碳及政策效应的研究进展，评述近期贸

易隐含碳减排责任分担的研究结论及政策主张，进而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贸易隐含碳相关概念与理论假说

（一）贸易隐含碳

１９９４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科技和产业理事会主任Ａｎｄｒｅｗ　Ｗ．Ｗｙｃｋｏｆｆ和美国太

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经济和社会分析组 Ｋ８－１５经济学家Ｊｏｓｅｐｈ　Ｍ．Ｒｏｏｐ在《能源政策》（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上发表了论文《进口制成品中隐含碳：对温室气体排放国际协议的影响》（Ｗｙｃｋｏｆｆ　＆Ｒｏｏｐ，

１９９４），该文被学界普遍视为国际贸易隐含碳的首发成果。文章提出忽视国际贸易活动对钢铁或化

学品等碳密集型产品的影响会扭曲碳排放测算，忽略贸易隐含碳会人为压低排放水平。《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将隐含碳定义为商品从原料获取、制造加工和仓储运输到分销出售给消费者的整

个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有研究称为“贸易隐含排放”（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ＥＴ）或者“隐含排放”（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亦有使用“虚拟排放”（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或“隐藏排放”

（ｈｉｄｄｅ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等词。Ｄａｒｗｉｌｉ　＆Ｓｃｈｒöｄｅｒ（２０２３）提出，贸易隐含碳可测度国际碳排放转移规模

和模式。出口隐含碳（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ＥＥＸ）与进口隐含碳（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ＥＥＭ）之间的差额即为国际碳排放转移量，同时等于以生产为基础的排放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ＢＥ）与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量（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ＢＥ）之间差额。总体

而言，发达国家为“净进口”碳排放国家（ＰＢＥ＜ＣＢＥ），发展中国家为“净出口”碳排放国家（ＰＢＥ＞ＣＢＥ）。

碳排放沿产品贸易价值链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生产外包的同时也实现了“碳

排放外包”（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进而达成了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然而，发达国家碳排放量

减少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全球碳排放量减少。贸易隐含碳规模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由国际技术差

异决定，或者说，由能源碳强度和生产能源强度的跨国差异决定。在存在技术差异的情况下，以同等

价格交换相同产品将意味着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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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泄漏与碳漏洞

与贸易隐含碳相关的另外两个概念是碳泄漏（ｃａｒｂ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与碳漏洞（Ｈａｓａｎｂｅｉｇｉ　＆Ｄａｒｗｉｌｉ，

２０２２），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区别。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的定义，碳泄漏指因一国（地区）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单方面行动并

未导致全球碳排放减少，而是被贸易伙伴国取代，即伴随进口国（一般是碳定价国）对商品和服务的

需求转移到出口国（一般是非碳定价国），出口国的生产导致出口国碳排放增加。比如，由于欧盟、澳

大利亚、韩国、美国、加拿大陆续推出单边碳定价政策，碳泄漏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扩散趋势。碳漏洞

则源于缺乏碳排放法规制约的地区和碳排放监管日益严格的地区之间的排放差额，是由于各国的气

候政策差异所造成的排放。碳泄漏是贸易隐含碳的主要诱因之一，会增加贸易隐含碳。贸易隐含碳

的部分构成可视为碳泄漏的直接后果，忽视贸易隐含碳会导致碳排放核算发生扭曲和低估，产生核

算中的碳漏洞。贸易隐含碳的出现和增加映射出基于生产者责任的全球和国别碳核算并不全面，存

在碳漏洞。

Ｂｒａｎｇｅｒ　＆Ｑｕｉｒｉｏｎ（２０１４）将碳泄漏定义为因一个地区实施气候变化减缓措施而导致第三国温

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Ｊａｋｏｂ（２０２１ａ）分析了碳泄漏的潜在机制、经验评估、未来走势和防泄漏政策，

包括免费分配排放许可证和边境碳调整。碳泄漏通常被归因于能源市场效应、贸易专业化和搭便车

三个潜在机制（Ｊａｋｏｂ，２０２１ｂ）。首先，一个区域的气候政策降低了其对化石燃料的需求，从而降低了

该化石燃料的世界市场价格。反过来，可以预期这种价格下降会导致其他国家消费增加，即出现“绿

色悖论”。其次，气候政策可能会提高能源价格，从而对国际贸易模式产生影响，即本国较高能源价格导

致其进口更多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出口国因能源价格较低而具有比较优势。国际贸易将能源密

集型商品和服务生产转移到环境标准较宽松或无标准的国家，从而抵消了实施气候政策的国家所取得

的部分减排成果。再次，单边气候政策导致的其他国家排放增加涉及策略互动。博弈论分析指出，减

排可能构成策略替代，即应对他国减排的最佳对策是增加自己的排放，从而搭对方提供缓解气候变化

公共产品的便车。所以，在国际协议达成之前，减少排放的国家将自己置于不利的谈判境地，从而导致

其他协议成员国降低减排目标。由于其他国家的消极政策，先行者的一些减排成果将被抵消。

（三）相关理论假说及其实证

贸易隐含碳的相关理论假说包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ＥＫＣ）和污

染天堂假说（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ＰＨＨ）（Ｗａｌｔｅｒ　＆ Ｕｇｅｌｏｗ，１９７９；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４），阐释在经济增长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排放的国际流动模式。

此后的实证研究或验证或反对上述理论假说，或扩展至贸易对碳排放、福利和收入的影响。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１６）量化了国际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了管制航运部门碳排放的福利及其后

果，建立了一个贸易与环境相结合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ＲＩＯ），量化国际贸易中二氧化碳的环境成本，并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法估计了关键参数。研究发现，

国际贸易增加了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每年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收益相当于５．５万亿美元，超

过了国际贸易因二氧化碳排放而产生的成本１６１倍，这说明尽管自由贸易可能会因额外的二氧化碳

排放而产生环境成本，但相对于贸易利益来说很小。作者也评估了几个航运碳排放法规提案的福利

后果，这些政策均大幅增加富裕国家福利，但以降低贫穷国家福利为代价，造成了不平等，同时增加

了不受监管的二氧化碳排放。尽管如此，这些政策都增加了全球福利，因为其降低贸易环境成本的

程度超过了降低贸易收益的程度，产生了一系列从富国到穷国的收益和机遇转移，进而使这些政策

惠及所有国家。Ｓａｔ（２０１６）将制造业区分为肮脏和清洁行业，全面分析了土耳其跨国公司制造业污

染情况，实证研究结果非常支持土耳其作为“污染天堂”的结论。Ｗｉｅｂｅ　＆ Ｙａｍａｎｏ（２０１６）运用经合

组织成员间投入产出表（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ＩＯ）和国际能源署燃料燃烧数据，估算最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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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研究发现，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仍是隐含碳排放净进口国，非经合组

织成员因经济与出口增长及人均收入上涨而导致碳排放量不断增加。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提出

了研究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新方法、新测度和新发现，对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生产活动变化所产

生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特别是对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进行了扩展，纳入了

环境因素，并应用企业层面数据以验证污染天堂假说。研究发现，企业层面碳排放存在显著异质性，

并且与贸易高度相关，证实了企业层面的污染天堂假说成立。Ｋｉ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关注了贸易开放对发

达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有利影响。发达国家具备促进高技术工业发展的有效机制，因此其环境

法规能有效控制能源密集型生产。发达国家将能源密集型设备的生产外包给环境政策较为宽松的

发展中国家，并将能源密集型产品作为其全球供应链中的零部件再进口。贸易开放对发达国家的有

利环境效应可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为代价。Ｍｕｒｔｈｙ　＆Ｇａｍｂｈｉｒ（２０１８）使用不同模型模拟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印度是否成立，结果证实印度呈现Ｎ型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并证明印度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确实沦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Ｊｉｂｏ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Ｂａｕｍ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Ｊｉｂｏ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改进并调整碳泄漏核算方法，纳入技术因素进行测算，以检

验关于发达经济体碳泄漏和经济增长脱钩的争议是否成立、发达国家“有系统地将排放外包”给发展

中国家的说法是否成立，并评估了国际贸易如何驱动发达国家采用以生产为基础的碳排放核算方

式。Ｂａｕｍｅ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证明，发达国家碳排放外包规模远小于之前的估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明显鸿沟已逐步消失，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正在“内包”排放，而不是“外包”。Ａｓ－
ｓｏｇｂａｖｉ　＆Ｄéｅｓ（２０２３）指出，由于各国减排政策及执行存在差异，碳泄漏会通过将碳排放密集型生产

转移到环境监管不严格的国家来抵消全球范围内的减排成果。具体研究方法为，运用面板数据和标

准引力模型来评估收紧环境政策是否起到激励离岸高污染活动的作用。研究发现，在考察环境政策

最严格国家的进口时，确实发现了碳泄漏的证据，这表明致力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经济体需要解决

气候政策方面的全球合作问题。

三、贸易隐含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测算与度量贸易隐含碳是研究并解决贸易隐含碳问题的关键技术环节。贸易隐含碳测度明确

将隐形碳消费源头转化为有形碳责任主体。精准测度贸易隐含碳可明晰碳排放责任归属，进而优化

全球气候治理。

（一）贸易隐含碳测度方法

测算贸易隐含碳排放可采用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ＯＡ）。过程分析

法又称为自下而上法（ｂｏｔｔｏｍ－ｕｐ），即从局部到总体汇总各产品、服务、产业、行业、国别、地区、区域

的碳排放。具体做法是分析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ＬＣＡ），识别并记载所有投

入品、原材料和能源在整个生命周期循环过程中的碳排放数量和流动轨迹。该方法要求有丰富细致

的数据，统计实施较难，主要适用于数据质量较高国家的特定产品或服务。投入产出法又称为自上

而下（ｔｏｐ－ｄｏｗｎ）法，其逻辑理念与过程分析法相反，主要依据国际和国别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来测

算直接和间接碳排放。

目前贸易隐含碳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投入产出法。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投入产

出模型，以表现一国（地区）一年内的经济循环状况（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５１），之后又将投入产出法应用于经

济结构及其环境效应分析（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１９７０）。投入产出法将经济体系中各产业的相互关联具体化和

完善化，并制作生成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横向反映产品需求，纵向反映生产要素投入，展示要素

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及循环状况。投入产出模型已成为能源和环境领域量化研究最重要的基

准模型之一，实际运用中又发展出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ｓｉｎｇｌｅ－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Ｒ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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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ＭＲＩＯ）两种。

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用于计算一国或少数几国的不同经济部门在国际贸易中投入产出变化情

况，模型操作简单，所需数据量较少。但是，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假设各国在产品生产上技术同质，

而现实中各国能源结构、生产技术差异很大，技术同质假设导致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误差较大。模

型也并未区分各个对外贸易伙伴，而将一国（地区）的所有贸易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双边贸易隐含

碳排放情况，无法清晰划分出具体两国之间双向碳排放流动情况。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试图弥补单

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不足，将各国因技术水平不同而导致的碳排放系数差异纳入研究假设，摒弃了

技术同质性假设。考虑到加工贸易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作用，该模型将产品分为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

两部分。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将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均纳入同一投入产出表中，将产品来源去向详

细追溯到一国具体产业部门，其核算更为细致准确。但是，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过程非常繁琐

复杂，且对数据可获得性要求较高，尚需进一步完善。

学者们不断扩展和改善投入产出模型以准确测算隐含碳排放。Ｇａｌ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将多区域投入

产出模型扩展到环境保护框架下，建立包括生态足迹、碳足迹（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和水足迹的足迹家

族系列指标，以追踪人类活动对环境生态所带来的压力，并将该系列指标与国民经济账户和贸易统

计数据相结合，从而评估与一国具体产品和服务消费相关的生态资产占用、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淡水

资源消耗和污染。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总结了测算碳社会成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ＳＣＣ）的方

法以及监管决策的相关研究。碳社会成本是进行气候政策成本效益分析的关键工具。该方法在收

益分析中纳入了减少碳排放监管行动的预期社会收益，在成本分析中纳入了隐含碳排放对福利的影

响，即通过对各国贸易过程中隐含碳的具体计算分析其带来的福利影响。Ｋ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提出了

测算贸易隐含碳的新方法，即经技术因素调整后的核算体系，该方法的主要贡献是将碳排放强度标

准化到世界平均水平。Ｐｅ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和原因。研究发现，在２１世纪初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后，碳排放从发

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２００７年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有

所下降，尤其是中国下降得非常明显；运用结构分解法分析其原因，发现中国的若干长期性变化可

解释此现象，包括碳排放强度提高、生产结构变化和出口产品多样化等。Ｄｕａｒ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采用

多区域投入产出引力模型研究了全球贸易隐含碳排放足迹、规模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粗略估算双

边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及足迹来评估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决定因素。Ｄａｒｗｉｌｉ　＆Ｓｃｈｒöｄｅｒ（２０２３）

又提出了一种经技术因素调整后的新核算方法，将生产技术标准化为世界平均水平，并推导出衡

量碳泄漏的新指标和新方法，定义为净弱碳泄漏（ｎｅｔ　ｗｅａ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指因本国生产并出口

而避免的外国排放量与因本国消费并进口而导致的外国排放量之间的差额。跨国研究表明，净泄

漏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净泄漏的变化一般很小，说明国内排放量的减少没有被外国

排放量的增加所抵消。

学者们通过对测算隐含碳排放的数据库加以对比分析，考察了基于不同数据库的测算结果的差

异程度。Ｍｏｒａｎ　＆ Ｗｏｏｄ（２０１４）指出，考虑到贸易隐含碳，应当以消费作为碳排放核算基础，而以消

费作为碳排放核算基础和政策工具要求各种数据库核算的稳定性和可复制性，阐释并协调 ＭＲＩＯ模

型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将有助于实现此目标。据此提出整合ＥＯＲＡ、ＷＩＯＤ、ＥＸＩＯＢＡＳＥ和Ｏｐｅ－
ｎＥＵ四个独立数据库，使其趋同为统一解决问题的方案。Ｍｏｒａｎ　＆ Ｗｏｏｄ观察到各个数据库之间

的环境账户（Ｆ）具有最大的方差，假设变量间不存在依赖性，可使用蒙特卡洛法计算分析四个数据库

最终品消费（Ｙ）和（Ｆ）账户的差异。具体来说，通过使用估计相对标准误差（ＲＳＥ）提出了四个场景，

每个场景对应于Ｆ、Ｙ和中间品消耗Ｚ不同的相对标准误差，以此来协调统一账户。研究发现，在初

始环境账户中，最大误差在２０％以内；基于消费的核算结果显示出最大的差异，许多国家差异达到
—５４１—

邢源源等：国际贸易隐含碳研究进展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２０％～５０％，这主要是受到经济结构和最终需求差异的影响。上述发现虽然不能支持最初的假设，

但是模型之间的差异是相当稳定的，没有年份波动，这表明虽然 ＭＲＩＯ模型使用四个不同数据库不

能产生一致的定量测度结果，但可获得相同的定性判断结果。由于使用不同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碳

足迹的结果不尽相同，Ｗｉｅ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提出了衡量碳足迹评估数据库差异的新方法，即结构生产

层次分解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ＬＤ），并以２０１１年欧盟２８国碳足迹为例

分析了ＥＸＩＯＢＡＳＥ、ＥＯＲＡ、ＧＴＡＰ和 ＷＩＯＤ四个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在所有数据库比较中可以发

现，国内贸易数据对碳足迹的影响比国际贸易更大。针对各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隐含碳的排放方法

和指标差异而导致测算结果差异的问题，Ｇｉｌｊｕ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使用结构分解分析法和结构生产层分解

法评估了在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时，ＥＸＩＯＢＡＳＥ、ＥＯＲＡ和ＩＣＩＯ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对全球原

材料碳足迹和隐含碳排放测算的影响。

另有相关研究关注投入产出环境模型不确定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前沿与延伸等。

Ｗｉｌｔｉｎｇ（２０１２）指出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需要大量数据，且数据具有特定不确定性，需进行敏感

性测试和不确定性分析以减少不确定性。Ｋｉｔｚｅｓ（２０１３）构建环境扩展投入产出（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ＥＥＩＯ）模型以评估经济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阐释该模型的目标、分析原

理和计算及其分析方法的优势和局限性。由于投入产出模型涉及大量数据运算和很多复杂乘数运

算，Ｋｏｌｏｋｏｎｔ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调整了投入产出模型中各种运算矩阵和乘数因子，并对部分运算板块提

出替代方法和适用扩展。Ａｇ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指出，由于生命周期评估依赖对价值链及其与环境互动

的详细描述，但严重的数据差距限制了描述完整性，因此，有必要结合产品生命周期评估和环境扩展

投入产出分析的优势来组建混合的ＰＬＣＡ－ＥＥＩＯ数据库，以获取能涵盖多产品生产系统且更为具体

和完整的碳排放情况。Ｃａｂｅｒｎａｒｄ　＆Ｐｆｉｓｔｅｒ（２０２１）指出，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研究全球价值

链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但目前数据库在空间（如ＥＸＩＯＢＡＳＥ３）或部门分辨率（如ＥＯ－
ＲＡ２６和ＧＴＡＰ）及其指标覆盖范围方面受限。为提高现有 ＭＲＩＯ数据库的分辨率、质量和指标覆

盖率，作者运用ＥＯＲＡ２６、ＦＡＯＳＴＡＴ和以前研究结果得出国家和部门具体份额，并对每个元素进行

加权的，以分解和改进有限空间分辨率；改进的数据库涵盖１８９个国家或地区、１６３个部门以及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间的一整套环境和社会经济指标。他们运用修正后的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欧盟２７
国的隐含碳排放，发现欧盟碳足迹具有显著变化，２０１５年导致欧盟三分之一水资源压力和一半生物

多样性丧失的碳足迹是由ＥＸＩＯＢＡＳＥ３中世界其他国家（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ＲＯＷ）造成的。这主要

归因于欧盟粮食进口分别在埃及和马达加斯加造成了较高的水压力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他们将碳、

水压力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足迹添加到绿色经济进步（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ＧＥＰ）测量框架之中，

发现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其环境目标，许多国家碳足迹分布越来越广泛，因此实现绿色经济要通过

全球供应链来管理。Ｆ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创建了多尺度嵌套 ＭＲＩＯ表，将地区、国别等局部影响与全球

价值链联系起来，在分析次国家空间细节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进工业生态学和工业生态虚拟实

验室（ＩＥＬａｂｓ）从国际和国家投入产出表时代进入次国家投入产出表时代。研究结果表明，在进行基

于消费的碳足迹评估时，嵌套 ＭＲＩＯ表提供了更多细节和数据，从而改进了区域影响量化评估。

（二）贸易隐含碳流动、碳足迹与影响因素分析

测算贸易隐含碳流动和碳足迹能够具体化并显性化贸易隐含碳在不同国家和部门之间的转移，

并实现碳排放的追根溯源，从而提供数据支持，便利各国有的放矢地开展降碳工作。碳足迹是指企

业、组织、产品或个体在物流、运输、生产和消费等全周期中产生温室气体（主要为二氧化碳）的排放

集合。碳足迹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并非温室气体的简单加总，而是温室气体气候影响潜力的加总。

碳消耗越多，二氧化碳排放越多，碳足迹分布更为密集；反之，碳足迹分布较为稀疏。

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结合ＥＸＩＯＢＡＳＥ３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经合组织成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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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合组织成员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和流动足迹，并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就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与隐含碳排放脱钩而言，经合组织成员和非经合组织成员差异较大。Ｃｅｚａｒ　＆Ｐｏｌｇｅ（２０２０）考察国际

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生产及分销所产生的隐含碳排放量时，既考虑一国国内生产导致的隐含碳排放，

也纳入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研究发现，２０１５年因国际贸易诱致的生产和分配产生了８０亿吨碳

排放，占到全球３２０亿吨碳排放总量的１／４。诸多学者运用多区域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分解模

型、全生命周期评估等工具方法分析了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流向，结果表明，中国是碳排放净出口

国，而美国是净进口国；发达经济体消费二氧化碳比实际排放多，而新兴经济体或大宗商品生产国则

相反。这种碳排放量反差主要归因于国际贸易中商品产业部门的结构差异，其他原因包括一国经济

或人口规模、生产设备碳排放效率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Ｅｓｃｏｂ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将生命周期评价

与贸易流量分析相结合，以高空间分辨率量化农产品生产和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估算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间巴西大豆出口隐含碳足迹。研究发现，大豆作为世界交易量最大农产品，也是巴西主要农业出口

作物，对环境有重大影响；大豆与自然植被损失直接相关；大豆的整个供应链采购地区、进口国和子

阶段碳排放都存在极大空间变异性。Ｄｅｍｅ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使用环境扩展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旅游业

的隐含碳排放及碳足迹，分析了环境扩展投入产出模型下旅游业碳足迹定义、数据和测算结果，并提

出将旅游业部门的碳流动与国际气候承诺联系起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Ｐｉｒｓｏｎ　＆Ｂｏｌ（２０２１）使

用自下而上的生命周期法估算了物联网终端设备在生产和贸易过程中产生的隐含碳排放量和碳足

迹，并通过十年期宏观分析估算全球物联网终端设备生产所导致的隐含碳足迹流动情况，强调设计

和部署物联网终端设备时考虑环境限制的必要性。

由于近年来低碳议题频繁被提上日程，因此关于隐含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话题也愈发引起关

注。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首次使用结构分解方法探寻了贸易影响环境的因素和途径。此

后，学者们对贸易隐含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沿用分解理念，使用不同分解法将隐含碳排放量分

解为不同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各部分变动进而汇总整体变动，力求从源头分析碳排放增长的原因。

研究中发展出了结构分解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ＤＡ）和指数分解法（ｉｎｄｅｘ　ｄｅ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ＤＡ）。ＳＤＡ属于算数分解法范畴，可分析出较多效应，但一些效应含义模糊，不

利于多期动态比较；ＩＤＡ属于指数分解范畴，原理简单，易于理解，方便操作，强调指数含义和分解规

则。相比于ＩＤＡ，ＳＤＡ对数据要求比较高，操作更加繁琐。ＩＤＡ中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ＬＭＤＩ）法可以保持各分解指标一致性，有效分析总体指标且没有残差，防止伪

回归问题，操作性和适应性强，近年来广泛应用于环境研究中，尤其是对碳排放的分解和分析。

Ｃａｎｓ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对西班牙３５个生产部门隐含碳排放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影响因素包括碳强度因子（ＣＩ）、能源强度因子（ＥＩ）、经济结构组成（ＥＳ）、经济活动因子（ＥＡ）

和人口（Ｐ）。研究发现，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Ｓｕ　＆ Ｔｈｏｍｓｏｎ（２０１６）详细分析

了中国１３５个行业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的隐含碳排放，并应用结构分解法分析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间隐含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降低排放强度在减少碳排放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而扩大出口贸易规模对隐含碳排放量增加贡献最大。Ｊｉｂｏｒ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通过结构分析法将贸易规

模、贸易结构、能源结构和技术效应等作为影响因素，分析了瑞典和英国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发现技

术调整有利于抑制碳排放，且两国贸易结构也会对双方碳排放造成影响，两国进口相对于出口更为

碳密集。Ｓｈａｐｉｒｏ　＆ 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１８）研究发现，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尽管美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大幅

增长，但制造业最常见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却下降了６０％。为解释此现象，该文运用分解模型将制

造业排放的变化分解为制造业总产出规模、产品的构成和污染强度引起的变化，估测了自１９９０年以

来污染排放量下降的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国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了

美国的污染，美国的生产转移到上述国家，并进口相关产品产生了贸易隐含碳；第二，环境监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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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企业使用更多有效的减排技术；第三，如果高生产率降低了污染强度，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

减少污染排放。该分解也表明，几乎美国制造业污染排放的所有变化都是由狭义产品类别中污染强

度的变化所导致的。Ｌｉｏｂｉｋｉｅｎｅ· ＆Ｂｕｔｋｕｓ（２０１９）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间１４７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

用系统ＧＭＭ模型及结构分解模型测算了影响各国碳排放的因素，发现ＧＤＰ规模显著影响温室气

体排放，但尚无证据表明城市化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效应。贸易规模和温室气体

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碳泄漏效应相矛盾。在技术效应方面，ＧＤＰ、城市化程度和贸易规模

只通过能源效率而不是通过可再生能源来促进碳排放减少，各国应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技术

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更快增长。

四、贸易隐含碳的实证研究

（一）区域与国别贸易隐含碳排放

国外学者主要应用投入产出模型，从消费端和生产端实证分析全球、区域和国别贸易隐含碳，包

括国家之间整体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以及单个产品部门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排放量及流动情况。

关于国家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核算成果较为丰富。Ｓｔｅｅｎ－Ｏ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运用ＧＴＡＰ　７数据库

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来评估欧盟的碳、水和土地三种环境足迹在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消费和转移

情况。研究发现，欧盟通过进口碳密集产品，将环境压力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２００４年欧盟公民的

平均消费活动导致１３．３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全球平均水平仅为５．７吨二氧化碳当

量；其中英国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净进口国，波兰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净出口国。Ｊａｋｏｂ　＆

Ｍａｒｓｃｈｉｎｓｋｉ（２０１３）认为，从贸易隐含碳的净转移中不能直接得出有关贸易专业化模式的结论。贸易

隐含碳净出口国不仅因为生产相对碳密集商品，也可能因相应的碳投入使用低效所致。该文对六个

最大的隐含碳排放出口国和进口国以及五个最大的双边排放转移的碳贸易平衡进行了细化的拉氏

指数（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　ｉｎｄｅｘ）分解，将隐含碳净流量归因于贸易平衡、能源强度、能源系统碳强度和贸易专

业化四个因素。研究发现，美国净碳进口约５０％可归因于其贸易逆差，而贸易差额的影响对中国和

法国低于１０％，对德国、俄罗斯和日本约为１５％。中国（高碳强度）和法国（低碳强度）的国内能源系

统碳强度分别约占碳贸易净余额的２５％和５０％，而其他国家的碳强度则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证实

了中国和美国在碳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相对专业化，但专业化只能解释中国碳出口总量的２９％以

及美国进口总量的４３％。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Ａｍａｄ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根据生产和消费排放清单评估了二氧化碳

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以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衡量经济增长，以生产端和消费端

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衡量二氧化碳排放；使用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Ａｍａｄｏｒ在２０１６年

开发的数据集，这些数据包括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１７８个经济体在《京都议

定书》通过后１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生效后前６年各生产阶段到最终消费的碳排放。结果表明，因为收入

增加而产生的消费具有更强的碳密集属性，而因为生产所产生的消费碳密集度较低，但两种收入弹

性都小于１，表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相对脱钩；当经济水平发展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后

时，发展带来的碳效率收益很小；单位产出的排放强度可能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但生产和

消费增加所带来的数量效应远超收入增加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效应；随着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收入不断增加，可以预料在生产和消费中的隐含碳排放将不断上升。Ｂｅｃｑｕ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指出，根据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欧盟成员国卢森堡、奥地利、法国、瑞典和爱尔兰是按百分比计算的最大

碳净进口国（进口与出口的碳排放量差值），而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是按绝对值计算的

最大碳进口国。总体而言，欧盟内部最大的碳进口国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Ｄａｒｗｉｌｉ　＆Ｓｃｈｒöｄｅｒ
（２０２３）研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间虽然发达国家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相关领土排放即以生产为

基础的碳排放（ＰＢＥ）减少，但是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增加。２００８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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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数量超过了《京都议定书》期间所实现的减排数量。

关于单个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的研究较为细致。Ｌｅｖｉ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测度了基于消费（以

消费为核算基础，包含跨境交易）的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方法为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数

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析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间澳大利亚基于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研究发现，自

２００１年以来，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增长速度一直快于以生产为基础的排放；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隐含

碳排放正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排放来源；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隐含碳排放量分析发现，中国和澳大

利亚的贸易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澳大利亚消费排放的增加。Ｇｕｅｄｉｄｉ　＆Ｂａｇｈｄａｄｉ（２０２０）运用面

板数据和引力模型研究了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间中东和北非（ＭＥＮＡ）地区国家碳排放、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ｓ）环境条款和全球价值链（ＧＶＣ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对碳排放有正向影

响，而中东和北非地区良好的制度质量弱化了碳足迹。中东和北非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剧了上游

低技术制造业和下游高技术制造业以及初级产业的环境恶化。中东和北非地区后向参与全球价值

链时，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减少碳排放。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２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比较越南出口

隐含碳排放规模和贸易附加值，分析了越南出口活动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未来调整越南

出口战略的建议。研究发现，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间越南的出口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均有所

增加，贸易附加值强度降低，出口生产比国内生产带来更多的贸易增加值和更低的碳排放。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２０２１）使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投入产出模型，量化比较了印度与两个最大贸易伙伴即美国和英国的双

边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而估算碳泄漏规模，并考察影响贸易隐含碳排放规模的重要驱动因素及其效

应。空间分解分析证明了印度与美、英的产出排放强度差异对贸易隐含碳排放失衡的影响最大，据

此建议印度应选择排放密集度较低的能源以降低排放强度并缓解全球环境压力。Ｍｏｎｔｏ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分析了巴西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如何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研

究中运用了综合能源矩阵和生态投入产出模型，分别衡量不同经济部门使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

产生的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巴西的能源矩阵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可再生能源占

总能源的４７．５％。全国能源足迹为２６７．４公吨，其中６１．７％来自国内，３８．３％来自进口，全国碳足

迹为７６５．１公吨，其中６１．５％来自国内，３８．５％来自进口。进口增加了巴西的不可再生能源使用的

碳足迹，因为进口商品和服务中只有３．８％的排放来自可再生能源。相比之下，巴西的出口有助于世

界碳足迹的清洁化，因为出口中３９．４％的排放来自可再生能源。巴西是不可再生能源排放量的净进

口国和可再生能源排放的净出口国，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行业层面排放规模和流向的实证研究也比较充分。Ａｉｃｈｅｌｅ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２０１５）提出了检测

碳泄漏的新方法，即根据贸易隐含碳来评估《京都议定书》约束下的消费需求导致的碳泄漏量。他们根

据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对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间４０个国家、１２个行业的双边贸易隐含碳构建数

据库，运用引力模型方程来测算碳泄漏。研究发现，一国单方面征收碳税会导致从没有征收碳税的国

家进口碳的增加；气候承诺国家比没有承诺的国家从无气候承诺出口国的碳进口高出约８％，进口产品

的碳强度要高出３％左右；１２个部门中至少有５个部门存在碳泄漏；受影响的行业包括金属、其他非金

属矿物产品、纸张和纸浆。另一方面，木材和木制品、纺织品似乎不受碳泄漏的影响。Ｙａｍａｎｏ　＆Ｇｕｉｌ－
ｈｏｔｏ（２０２０）考察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间６５个经济体的最终需求，讨论了国际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估算的来

源和方法，利用经合组织成员间投入产出表和国际能源机构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数据，应用

新细化方法，即遵循领土原则和居民原则，区分基于经济产出和最终需求排放、进出口总额中隐含碳

排放的差异，按主要燃料源估算出以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排放和家庭燃料排放，测算出最终需求和国

际贸易隐含碳。研究发现，２０１５年约有８．８亿吨碳排放与国际贸易有关，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２７％；化学和非金属矿物产品、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设备、能源产品开采和提取、

机械设备、机动车、纺织服装和皮革等７个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出口的三分之二。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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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文献倾向于研究隐含碳排放的长期变化趋势和转移方向。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根据碳排放历

史趋势和气候政策，预测未来国际排放转移走向，使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ＥＸＩＯＢＡＳＥ数据

库，验证了１９７０—２０１５年间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趋势。具体方法为，采用宏观计量能源－环境－经

济模型（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根据《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

献（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ＮＤＣｓ）对各国差异化碳政策进行建模，分析并预测２０１６—

２０５０年间碳排放转移。研究发现，国际碳排放转移已于２０１６年达峰，之后一直下降并趋于稳定，此

结论得到多个模型支持。情景模拟表明，在差异化碳排放政策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碳排

放转移可能会缓慢增加，但在２０４０年之前不太可能回到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峰值；根据《巴黎协定》国

家自主贡献，不仅不会导致“碳泄漏”，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净排放转移倾向于减少；发达

国家实现国内脱碳后，进口所占排放量占总碳足迹的百分比可能会增加；气候政策应侧重于通过包

括国际援助在内的各种机制，使人们注意到解决碳排放问题的重要性并使之合法化；目前的《巴黎协

定》国家自主贡献几乎只涉及领土排放，建议扩大２０２０年到期的下一轮国家自主贡献范围，通过引

导国内消费和国际援助等政策措施，将解决碳排放问题落到实处。Ｗｅｂ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研究了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年间４１个国家３５个部门的碳排放强度，考察其变化趋势和驱动因素，并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

据库（ＷＩＯＤ）计算具体隐含碳排放量。研究发现，相对“肮脏”国家往往专门从事排放密集型行业；

排放密集型国家生产污染密集型商品的份额正在上升；化石燃料大量燃烧导致“肮脏”部门单位产出

排放量增加，体现化石燃料禀赋环境负向效应。上述发现表明，贸易自由化会增加全球排放量，据此凸

显在设计碳减排战略时考虑国际贸易因素的重要性。Ｈａｓａｎｂｅｉｇｉ　＆Ｄａｒｗｉｌｉ（２０２２）为剔除新冠疫情因素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对２０１９年前的数据开展了研究，建立了环境扩展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使用最新

的ＥＸＩＯＢＡＳＥ３数据库（３．８．２）（ＥＸＩＯＢＡＳＥ　２０２２），整合细化多个国家钢铁、铝和水泥等行业碳强度和

原材料投入产出表，测度贸易隐含碳总体规模、地区分布和全球贸易转移情况。研究发现，全球前１０大

碳排放流由中国、美国和日本主导，印度、俄罗斯、加拿大和韩国在全球前２０名碳排放国中也扮演重要

角色；大多数发达国家进口碳排放高于出口碳排放，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之相反。隐含碳排放地区

流量排名前三位依次为中国到其他亚太地区、中国到美国、其他亚太地区到中国。中国是最大的碳排

放净出口国，美国是最大碳排放净进口国，排放主要来自中国（３．４９亿吨）、加拿大（１．５８亿吨）和墨西哥
（７６００万吨），美国总碳进口占国内消费总碳排放的２２％。欧盟２７国是隐含碳主要进口国和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碳排放转移超过向美国和欧盟等传统高消费国家碳排放转移。

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向美国、欧盟、七国集团等北方国家的碳排放转移已趋稳定，相反，南南

贸易或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国家贸易导致隐含碳规模增长。自１９９５年以来，这些国家

之间实际排放转移增长了四倍，全球商品贸易中钢铁和化工产品贸易隐含碳比重最高，在服务贸易

中，海运和空运服务隐含碳比重也很高。大宗钢材、钢材制品、水泥、熟料、铝和化学品行业存在区域

间和区域外的显著贸易隐含碳流动。２０２１年钢铁贸易中隐含碳总量约７亿吨，相当于全球钢铁行业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１９％，中国是最大钢铁贸易隐含碳净出口国，占全球出口钢材隐含碳的三分之

一，美国是最大净进口国。大宗钢材贸易隐含碳占钢铁贸易隐含碳流动的二分之一，另一半由含钢

商品（如汽车、金属制品、机械、家用电器等）贸易隐含碳组成。２０１９年水泥熟料贸易隐含碳总量约

１．４１亿吨，占全球水泥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６％；铝贸易隐含碳总量约１．４７亿吨，占全球铝工

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２２％。

近年来关于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实证研究渐趋丰富。Ｓｕ　＆Ａｎｇ（２０１４）利用空间聚集水平估算

了中国出口隐含碳。研究发现，当在国家层面上使用全国平均碳强度进行汇总时，来自中部地区和东

部沿海地区（碳强度较低）排放被高估，而来自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碳强度较高）的排放被低估；净效应

伴随地区数量增加，中国出口二氧化碳总量有所下降。Ｗｅｉｔｚｅｌ　＆ Ｍａ（２０１４）基于中国出口导向的特定
—０５１—



贸易结构，并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再将中国计算结果与全球其他

国家数据相比较发现，与标准模型（１７８２公吨）相比，３０个省份模型（１７３０公吨）和出口加工模型（１６３０
公吨）产生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更低，如果不考虑省际贸易，排放量甚至更低（１５２２公吨）。

（二）贸易隐含碳的政策效应

贸易隐含碳问题引致的重要气候政策是碳边境调整（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ＢＣＡｓ），现实

政策工具为欧盟排放权交易系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ＥＵ　ＥＴＳ）、欧盟碳边

界调整机制（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ＢＡＭ）和欧盟碳关税，以及酝酿中的低碳气候

俱乐部。２００５年，欧盟引入欧盟排放权交易系统，又称配额与交易（ｃａｐ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旨在分配或出售

排放限额或许可，并设计了促进碳减排的消费者行为倡议方案。目前，欧盟的ＥＵ　ＥＴＳ逐步被更为

严格的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所取代。欧盟称ＣＢＡＭ是对进入欧盟的碳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

的碳进行公平定价的标志性工具。ＣＢＡＭ的逐步引入与ＥＵ　ＥＴＳ下免费配额分配的逐步淘汰相一

致，以支持欧盟工业脱碳。另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及社会名流主张设立低碳气候俱乐部
（Ｌｅｅ　＆Ｂａｒｏｎ，２０２１）。诺德豪斯（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２０１５）认为，“对非会员进行处罚”的气候俱乐部是克

服应对气候变化和大幅减少排放的集体行动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相关实证研究旨在关注如何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和减排政策，以减少隐含碳排放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基本结论是，若一国（地区）污染密集型行业产品的出口占较大份额，则该国（地区）参与全球气

候制度安排可能产生巨大实际或预期经济成本。Ｓ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设定若干指标衡量了制造业对碳

排放泄漏的潜在暴露程度，用以分析英国和德国的详细数据。在１５９个工业子部门中，碳泄漏风险

脆弱部门在排放、增值和就业方面所占份额虽然较小，但仍不可忽视；碳排放增加并非仅发生在国

内，而是嵌入在进口中并发生在其他国家，即存在贸易隐含碳。两个国家部门之间的能源价差每增

加１０％，进口增加０．２％。能源价格差异只能解释国际贸易流动中观察到的低于０．０１％的变化。假

设欧盟排放权交易系统的碳排放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４０欧元至６５欧元，欧盟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

口将增加不到０．０５％，出口将减少０．２％。

关于碳关税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和其实施效果的量化分析也较多，且研究普遍认为实

施碳关税的减排效果显著。Ｂöｈｒ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运用博弈论模型考察发现，当面对碳关税威胁时，

未监管碳排放地区能否因碳关税诱发而控制碳排放，进而降低全球减排的成本。在博弈中，一些发

达国家组成联盟监管碳排放，并选择是否对不受监管的地区征收碳关税，不受监管的发展中国家和

地区通过降低、报复或无视关税来应对，博弈的收益由数值模型生成。分析表明，联盟国家宣布减排

时，一方面，国内经济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联盟国家亦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目的地，减排的影响外

溢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皆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叠加关税威胁；在纳什均衡中，使用关税

是一种可信而有效的威胁，它诱导非联盟地区的合作，相对于联盟地区单独行动的情况，降低了全球

减排的成本；在均衡中，只有很少的成本节约来自对那些仍然不合规的地区征收关税。Ｌａｒｃｈ　＆

Ｗａｎｎｅｒ（２０１７）开发了多部门、多要素的结构引力模型，用反事实法引入碳关税进行分析，并且将隐

含碳排放变化定量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分析碳关税对贸易、福利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

现，碳关税可改变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生产构成，进而降低全球碳排放和碳泄漏，但其代价是世界

贸易规模减小，同时气候政策承诺国的福利大幅度下降，降幅高达４．７％，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福利降

幅最大；全球碳排放减少的三分之二由结构效应驱动，三分之一由规模效应驱动；对生产商征税比对

产品征税减排效果更强；碳泄漏削弱了全球气候协议的有效性，如果全球气候协议规定的各国减排

承诺目标完全实现，全球碳排放量将减少８．４％；由于全球碳排放的减少和污染密集型行业竞争力的

增强，未做出气候政策承诺的国家的福利有所增加；引入碳关税后，全球碳排放量将减少９．３％；对未

承诺减排国家征收碳关税抵消了未承诺国家的大部分福利收益。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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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边境调整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显著，在量化了碳边境调整所带来的减排量基础上，分析非

碳定价经济体和污染密集型行业所需承受的关税负担之后，对碳边境调整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

题，包括哪些行业应纳入该机制，如何评估相关排放进行了思考。Ｓａｋａｉ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６）通过量化碳边

境调整实际可征收排放量，确定非碳定价经济体所面临的关税负担如何受到与贸易条款、产品碳强

度以及部门和国家覆盖范围相关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碳边境调整政策是复杂、昂贵和无效的政策

工具，质疑诸如碳关税等碳边境调整政策减少碳泄漏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一步增强了反对实施碳

边境调整政策的理由。Ｋｏｒｔｕｍ　＆ Ｗｅｉｓｂａｃｈ（２０１７）提出使用碳边境调整这一政策工具解决碳定价

背景下的碳泄漏问题。碳定价是对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定价，以鼓励减排并应对气候变化。然而碳

定价措施不当可能导致排放密集型活动从碳定价较高的国家转移到碳定价较低或没有碳定价的国

家，从而导致碳泄漏。这就凸显了碳边境调整的必要性，其目的是根据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或出口国

的碳价格对进口商品碳排放征税，以实现公平竞争。文章深入探讨了实施碳边境调整相关措施的考

量和挑战，包括边境税率的确定、行业或产品的选择、核算方式的选择、国际贸易与合作以及法律和

政治的潜在影响，认为各国必须仔细设计和密切协调以确保碳边境调整有效且可接受。Ｃｏｓｂ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认为，实践中执行碳边境调整政策需要估算进口产品整个供应链上的隐含碳排放规模，要求

进口商支付国内碳价格乘以进口的碳足迹，或者交出相应数量的排放许可。Ｍａｒｃ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确定

了欧盟碳边境调整设计中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哪些行业应纳入该机制，如何评估进口相关

排放，如何获得碳边境调整政策的豁免，以及碳边境调整的收入如何使用。该研究强调了政策制定

者面对诸如环境保护、对行业竞争力影响和行政可行性方面等不同目标所面临的权衡，并强调了某

些设计之间的相互关系，据此提出了三种碳边境调整设计方案。Ｍｏ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研究了欧盟排放

权交易系统（ＥＵ　ＥＴＳ）的效果，将已有微观层面研究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估算出欧盟内部

每种消费者行为对碳排放的潜在效力和吸收率。研究发现，采用欧盟碳配额与交易的消费者行为倡

议方案可以减少约２５％的碳排放。Ｋｏｒｔｕｍ　＆ Ｗｅｉｓｂａｃｈ（２０２１）构建多国均衡模型和动力学路线图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ｏａｄｍａｐｓ）以量化最优单边碳政策，并根据全球碳流动数据校准ＢＡ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ｕｓｕａｌ）

竞争均衡，然后计算相对于该基准的最优政策；竞争均衡中产生最优结果的税收和补贴表明，在国内

设定开采税、碳边境调整税和出口补贴的组合可以间接控制所有碳泄漏；最优政策还可以通过对进

口商品进行碳边境调整税和对出口商品提供特定补贴的组合来控制碳泄漏。Ｂöｈｒ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

评估了碳边境调整政策对减少碳泄漏、提升竞争力以及对成本收益的潜在的环境与经济影响。研究

发现，单方面的碳定价会通过两个渠道加剧全球的碳泄漏现象：其一，导致对高污染的化石燃料需求

变少，进而全球化石燃料价格下降，使得其他无碳定价的国家在不需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化

石燃料的需求，全球的碳泄漏会增加。其二，导致碳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成本上升，进而减产甚至退出

市场，而国外监管较少的碳密集型厂商的生产增加不仅对本国造成严重竞争，还会加剧全球碳泄漏。

边境碳调整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战和国际气候政策中的地下合作，各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会破坏公平

的碳边界划定，从而边境碳调整变得不再有效。所以，一方面需要寻求边境碳调整的替代性工具，比

如基于产出的再贴现（ｏｕｔｐｕｔ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ＯＢＲ），即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敞口（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ＥＩＴＥ）企业根据其生产中的低碳环保程度获得免费津贴或抵消。欧盟、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加拿大和新西兰使用此政策，但其弊端是它们不承担除此之外碳排放的全部成本；另一

方面，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碳定价才能形成公平有效的碳市场，最大限度地减少碳排放。

关于正在酝酿中的低碳气候俱乐部政策也在逐步纳入研究中，在将其与碳边境调整的对比分析

中，为其未来更好地制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支持。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２３）指出，发达国家加强气候行动体现

在２０２２年６月Ｇ７领导人峰会承诺成立气候俱乐部以有效执行《巴黎协定》，承诺提高气候政策透明

度，重点关注工业以减少碳泄漏。在欧盟宣布将排放权交易系统过渡到碳边境调整机制之后，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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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各国制定最低共同价格的碳关税俱乐部，其他人则认为碳关税俱乐部会适得其反。该文重点关

注碳边境调整机制在实现Ｇ７气候俱乐部目标方面的利弊，认为使用碳边境调整政策作为气候俱乐

部的执行机制面临五个挑战：第一，《巴黎协定》第２条规定签署方对气候缓解行动具有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碳边境调整政策却将碳减排负担转移给欠发达国家，这种行为不符合第２条，而豁免则破

坏碳边境调整政策的效率和有效性。第二，并非所有部门或产品都面临同样的碳泄漏风险，减排量

和减排的成本效益在囊括的产品数量上正在减少。第三，如何确定进口隐含碳排放税率。弱税率基

准对俱乐部外的减排几乎没有激励作用，而强税率基准则可能转移负担。最简单的选择是只对直接

生产排放征税，更复杂的系统包括间接排放，但还需要确定间接排放涉及的供应链长度。排除间接

排放意味着总生产排放量的一部分未定价，包括间接排放则增加了计算调整因子的复杂性，各国政

府不得不在定价排放准确化和行政复杂性之间进行权衡。第四，成员国是否利用出口退税来保持国

际竞争力。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提案不包括出口退税，但加拿大和日本目前已经建立了竞争力缓解

机制，将俱乐部扩大到Ｇ７之外可能需要出口退税，这可能会引发对气候俱乐部的更多批评。第五，

对于国内碳定价和非碳定价政策的处理，碳边境调整可能不利于非定价政策。

贸易隐含碳也会影响各国进口关税、非关税壁垒等国际贸易政策工具的制定和修订。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２１）认为，目前多数国家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均低于清洁行业，污染行业和

清洁行业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差异为国际贸易中的污染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创造了隐性的激

励，这种现象称为贸易政策的环境偏差（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ａｓ）。贸易政策的环境偏差普遍存在，经估

算，贸易政策中的全球隐性补贴为每吨二氧化碳８５至１２０美元，甚至大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社会

成本，其通常估计为每吨二氧化碳４０美元左右。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２１）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４８
个国家和１６３个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研究发现，第一，贸易政策环境偏差程度大于碳排放的最

佳税收，且贸易政策对较脏的商品征收较低的税率，而最优碳定价政策会对较脏商品征收较高的税

率。第二，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没有明确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或对其进行征税或进行补贴，且各

国对清洁商品的保护力度大于对肮脏商品的保护，因此大多数国家虽然没有在国际上采取碳关税，

但却在本国贸易政策中含蓄地制定了碳补贴。利用贸易政策谈判来减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偏差有

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提议在欧盟等已经制定了国内碳排放定价的地区尤其重要，但这些地区目

前的贸易政策可能会鼓励而不是阻止肮脏商品的生产泄漏到其他地区。Ｈｓｉａｏ（２０２２）提出国内环境

监管不足会造成全球性后果，所以，当国内环境监管失败时，国际社会可以借助针对排放国的进口配

额进行干预。文章建立动态框架下的投入产出模型以评估进口关税作为国内监管替代品的减排效

果，并定量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棕榈油行业的隐含碳排放，进而验证了国际气候行动协调

与承诺的重要性，同时运用反事实分析法评估碳排放监管的影响。研究发现，若对棕榈油的进口采

用国际协调一致的碳关税，则与国内环境监管导致的碳减排效果相同。

五、贸易隐含碳减排责任分担

贸易隐含碳减排责任的明确划分和合理分担成为优化全球气候政策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以

来，生产者责任制和消费者责任制成为争论的中心，多数研究更倾向于消费者责任制。贸易隐含碳

作为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核算概念，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和指标意义。

比较以生产为基础和以消费为基础的减排脱碳措施，以及融入最近国外学者提出的技术调整和

收益，是目前评估和解决国际贸易活动中碳泄漏问题的最合适手段，然而究竟采用生产者责任制还

是消费者责任制仍存在争议。Ｄａｖｉｓ　＆Ｃａｌｄｅｉｒａ（２０１０）关于隐含碳的论文较为重要，引用率较高，提

出２００４年全球２３％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消费者出口而产

生，基于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更为合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排放责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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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国就全球气候政策达成一致。Ｊａｋｏ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指出，将进口贸易中碳排放价格等同于这些

排放的社会成本（即基于消费排放定价）并不是最佳政策，为了减少碳泄漏并使各国对全球碳排放承

担相应的责任，应该将碳排放归因于消费而不是生产，并且应该考虑一系列贸易措施来减少碳泄漏，

重点放在改革碳排放密集行业。然而，也有学者支持生产者责任制，Ｊａｋｏ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认为，对于一

国而言，基于消费者责任制的碳排放核算并不一定比基于生产者责任制核算导致更少的碳泄漏。研

究发现，如果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碳关税，将导致中国的出口生产从碳排放强度较低的部门转

向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部门，这反而会增加碳泄漏。

一些学者在分析生产者责任制和消费者责任制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数据客观比较了二者的优

缺点。Ａｆｉｏｎ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探究将碳排放责任归因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理论逻辑，分别考虑公平和

公正、碳排放覆盖率、鼓励绿色生产以及政治利益等问题，并考虑在实践中采用消费者责任制时各种

情境对国际气候政策的影响，探讨如何调整消费者责任制以适应政治现实，并确定可能用于直接或

间接处理隐含碳排放政策的机制。Ｔｕｋ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核算了多国基

于生产者角度和消费者角度所产生的隐含碳排放，并且采用环境扩展框架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评

估各种隐含碳排放责任分担核算制度对最终隐含碳排放量化计算所产生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并细

化消费者责任制发现，与生产者责任制相比，消费者责任制更为合理。Ｊａｋｏ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指出，消费

者和生产者之间如何分担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是国际气候政策谈判中高度敏感的问题；传统基于生产

核算将责任分配给排放地区，经常受到基于消费核算体系的挑战；基于生产核算和基于消费核算都

缺乏良好的经济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应以成熟经济理论为基础，推导出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

间分担与贸易相关的减排责任，并使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将这种新方法应用于双边贸易关系，提

出一个“经济利益共担责任”（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ＢＳＲ）的方案。

在减排责任划分的基础上，研究也开始走向针对降碳的具体措施，包括引入碳的社会成本、制定

减排降碳战略框架和贸易政策监管等措施。Ｅｇｇｅｒ　＆Ｎｉｇａｉ（２０１５）通过构建包括能源部门的Ｅａｔｏｎ－
Ｋｏｒｔｕｍ模型，从结构上估计了模型的关键参数，并将其校准到３１个经合组织成员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２０００年的数据，引入碳的社会成本这一新概念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研究发现，在一

个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全球环境的情况下，针对国内能源生产者征税的方法更有效，如果不存在外溢

效应，则针对能源密集型投入征税会最大限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能源投入征税和对能源生产者

征税对福利和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数量上是不同的。气候工程基金会发布的咨询报告《欧洲碳漏

洞》（Ｂｅｃｑｕ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认为，各国必须认识到进口带来的隐含碳排放问题，制定遏制消费排放的战

略框架和行动计划；需要制定减少进口隐含碳的目标，确保计划可行且可监测；因进口而导致大量隐

含碳排放的欧洲国家应采取必要步骤，开始测量并每年报告其基于消费的碳足迹，并努力使所使用

的方法和模型更加协调一致；各国需要采取行动，通过政策选择减少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可以采取

引入全新政策工具的形式，也可以优化和扩大现有政策工具，积极减少商品和服务中的隐含碳排放；

解决碳漏洞问题并非难有成效，政府拥有广泛的政策选择，有助于填补碳漏洞；预计通过“承认、衡

量、行动”三个步骤，排放量可以减少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Ｂöｈｒ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认为可以利

用贸易政策作为对外国排放源的隐性监管，即将碳排放纳入贸易政策中，有效限制进口商品的贸易

隐含碳，体现在碳关税对进口商品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征税，称之为“隐含碳关税”。由于经合组织

成员是非经合组织成员碳排放的大型净进口国，隐含碳关税将扩大经合组织气候政策的范围。研究

中运用了贸易和能源相结合框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将隐含碳关税纳入贸易政策的影

响。研究发现，隐含碳关税确实能有效减少碳泄漏，但单方面气候政策在全球成本效益方面的改善

空间非常有限，与对全球成本节约和再分配影响相比很小，其主要福利效应是将经合组织气候政策

的负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且隐含碳关税产生的再分配影响很大，一些实施关税的经合组织地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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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经历了气候政策的负净成本，而大多数非经合组织成员由于征收关税而遭受了巨大的福利损失。

２０１７年，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约８９％的国家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气候政策（Ｉａｃｏｂｕ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约

５０个国家和次国家管辖区实施了碳定价，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１５％左右。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指

出，统一的全球碳价格可能会对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为这些

国家倾向于使用效率较低的技术和碳密集型能源，其产品的价格涨幅将高于工业化国家。Ｌｅｅ　＆Ｂａｒｏｎ
（２０２１）指出，发达国家希望找到可以推动世界在２１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危机的灵丹妙药，但诺德

豪斯主张的低碳气候俱乐部并非这样的灵药。低碳气候俱乐部的拥护者正在以一种注定要失败的

简单性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欧盟的ＣＢＡＭ 并非解决全球重工业脱碳问题的唯一模

板，欧盟需要证明该计划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Ｈａｓａｎｂｅｉｇｉ　＆Ｄａｒｗｉｌｉ（２０２２）认为，虽然基于消费

者责任的碳排放核算似乎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但受制于国家间政治经贸等多边关系的复杂性，难以

实际执行，即使各国制定了相关政策，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而作罢。为解决贸易隐含碳问

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入绿色公共采购（ｇｒ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ＧＰＰ）和购买清洁产品（ｂｕｙ
ｃｌｅａｎ）政策，要求用政府资金购买钢铁、水泥、混凝土等碳密集型基础设施材料时，需选择低于设定碳

强度阈值的生产商。欧洲理事会已正式接受碳边界调整机制框架，旨在减少化肥、钢铁、水泥、铝和

电力生产进口贸易导致的碳泄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２０２２）。

除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措施的设计与讨论之外，关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也值得分析。Ｗｅｉｓ－
ｂａ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２）通过设计世界上只有一个地区实施降碳政策的场景，探究了如何设计碳税才能使政

策发挥更好的效果，并且将碳泄漏的可能因素纳入模型中，通过对模型的求解及校准，模拟出不同的

政策影响。研究发现，最有效的政策是对化石燃料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征税，单独对化石燃料的上游

开采者和下游使用者征税将由于贸易和碳泄漏而变得无效。具体而言，对化石燃料的开采征税也就

是对其供应征税，这会提高其全球价格，从而导致国外开采增加。相比之下，对生产中使用化石燃料

或对商品中隐含的化石燃料消费征收，都是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征税，将降低其全球价格，导致其在国

外的使用或消费增加。最优政策是对供给和需求联合征税，从而抵消这些影响，使征税地区能够控

制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应。将这一微小的变化纳入碳税的设计有可能极大提高碳税在减少全球排放

方面的有效性。此外，对生产和消费都征税可以最大化效率。在没有行政成本时，可以同时对国内

生产和国内消费的排放征税；在存在贸易的情况下，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单边碳税的效率。但是，生

产税率应该低于消费税率，以解决碳泄漏问题。由于行政和管理成本过高，在对商品进口实施边境

调整的收益很小时，为了兼顾效率与成本，最好的政策是针对化石燃料开采和国内生产征税。但这

只在能源供应的国外弹性较低时有效，随着能源供应的国外弹性上升，商品的边界调整变得更为可

取。所以，征税联盟需要纳入在能源供应方面具有高弹性的国家，将这些国家纳入联盟中可以替代

商品边界调整政策，使税收制度变得更简单、更有效率。

六、结论与展望

贸易隐含碳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气候政策的制定及其有效性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国内

外学者对贸易隐含碳的概念内涵、排放规模、流动足迹、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从

多维度和全局性战略视角看，这些研究对实现气候问题的全球治理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深

入研究全球、区域和各国的贸易隐含碳问题极为重要，有利于厘清控碳责任，探索控碳策略，为未来

全球各国更加高效的减排降碳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从我国高质量参与全球化和区域自由贸易合

作角度看，准确测算贸易隐含碳的国别分布有助于我国与合作伙伴在明确减排责任的前提下开展公

平谈判，为各方理性探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科学制定减排策略提供研究支点。目前Ｇ７等发达

国家联盟不断加大气候政策力度，加强气候承诺（Ｂｉｅｒｂｒ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全球的气候政策越来越趋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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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严格。此外，欧盟碳关税提前一年执行，将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试运行，２０２６年全面实施后将覆盖钢

铁、水泥、铝、化工、电力、氢气等产品，影响到动力电池、光伏等新能源行业。欧盟另出台《新电池法》

以测算动力电池企业碳足迹，并在２０２７年设定阈值，若碳排放高于该数值，则无法进入欧盟市场销

售。此外，欧盟实施碳关税也将带动更多国家建立健全碳足迹机制。上述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中国带来了较大挑战，中国企业加速投资低碳材料和绿色生产技术，新能源企业已建立全球第一批

零碳产业园，致力于减少电池生产碳足迹。我国目前已在８个省市建立碳市场交易试点，这些试点

在实现碳减排目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贸易隐含碳排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贸易隐含碳的实证研究将会更为丰富细致。更多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会成为

该领域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各经济体现有行业和未来新兴行业都存在大量研究空间。特别

是进入数智时代，在全球价值链不断变迁的视角下，贸易隐含碳足迹和流动方向均有待继续跟踪考

察，而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结合实地调研抽样可提供更加完备和详尽的数据。另外，从微观角度考察

企业绿色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对贸易隐含碳的影响也是未来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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